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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节能减排新发展形势下，绿色发展越来越成为企业的自觉追求，而这离不开高质量人才的支撑。

十八大以来“归国潮”逐渐形成，董事会是企业的重要决策者，探究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如何引导企业

主动实施环境战略，实现绿色转型是有必要的。本文基于2012~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

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当董事会中有海外经历的成员占比越多，越

能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并且董事海外经历是通过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

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时，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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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a’s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green de-
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a conscious pursuit of enterprises, which cannot be sepa-
rated from the support of high-quality talent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wave of re-
turning to China” has gradually formed, and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an important decision 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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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how directors with overseas experience can guide enter-
prise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and realize green transforma-
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0,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
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rectors’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when the proportion of board members with 
overseas experience is higher, the more it ca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en-
terprise; and the overseas experience of directors enhances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enterprise by promoting the enterprise’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rectors’ overseas experienc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
formance increases when the firm is a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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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严峻的环境污染、剧烈的气候变化以及日益耗尽的自然资源等问题已逐渐成为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问

题，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碳中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企业逐渐成为环境

污染和治理过程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和实施单元。近年来，环境责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焦点，企业是

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环境规制是企业环境行为的风向标，自 2015 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从立法层面上加大了保护激励机制与污染处罚力度，也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出了规范

要求。同时，我国还利用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了解与监督，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进

一步改善，例如环境保护部于 2010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此外，还有

不少市场化手段被用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例如从 1996 年我国开始推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至

今，该系列标准已变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证书，旨在推动企业持续地开展环境管理活动。再如排污

权交易、税收政策支持、金融支持、能源价格政策等等。 
虽然生态环境保护氛围愈加浓厚，然而目前企业的环境绩效仍有较大的提高空间，绿色创新驱动力

不足。“湖北天门某化工厂爆炸事故”[1]、“鹿鸣矿业‘3·28’尾矿库泄漏事件”[2]等企业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的不断发生，都说明我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还未完全树立绿色经济理念，对环境重视度有待提高。

2017 年排污企业环保投资 3453.2 亿元，占排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足 1%，我国环保投资仍有很大

增长空间。因此，在我国节能减排新发展形势下，探究如何引导企业主动实施环境战略，实现绿色转型，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是必要的。 
在社会具有较高环境诉求的局面下，如何推动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近年

来，在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高管的个人特征受到了关注，高管的性别、过往

经历、专业背景以及绿色认知等个人特征被认为能够反映决策者的认知基础与价值观，进而影响决策者

的环境战略选择。中国政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启动了一系列人才引进计划，一些国内企业也大力

聘请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此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特征的高管人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

些经过国外文化熏陶和影响的人才加入到中国企业的管理团队中，势必会给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和环境

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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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已有研究证实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 ESG 表现的正向作用，那么这些拥

有国际学习或工作经历的管理者是否会有更强的绿色创新倾向，更高的环境责任意识，从而带领企业更

加积极地履行环境责任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选取企业 ESG 表现中的环境维度，研究中

国 A 股上市公司中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作用以及影响机理。 

2. 文献综述 

环境绩效是一种企业在自身特征前提下，对企业资源消耗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废物处理情况等

的评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1996 年就颁布了 ISO14000 系列环境标准。其中 ISO14031 从环境状况

指标(ECIs)和环境绩效指标(EPIs)内外两个方面提供了评价组织环境责任的指标。刘明广等(2021)认为环

境绩效是企业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环境影响，通常包括产品中添加了可回收或降解的材料、彻底根除

或减少有毒有害物质排放以及提高了能效等[3]；李冬伟等(2018)从企业内部环境绩效管理层面，运用层

次分析法构建企业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环境计划、降负措施、环保反馈、环保改进 4 个方面[4]。
本文参照郑明波等(2019)的方法，将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定义曾在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求学或工作的董

事会成员[5]。 
企业环境绩效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从利益相关者理论来看，供应商、消费者、竞

争者、股东、债权人和雇员等都可被视为企业组织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中最不可忽视

的就是环境规制，它是企业环境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曹洪军等(2017)发现强制型政策对绿色创新战略为

倒 U 型影响，激励型政策、市场压力对绿色创新战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6]。沈洪涛等(2017)认为环保

约谈显著改善了被约谈地区企业的环境绩效[7]。除了法律法规，消费者、竞争者、社区公众和媒体等已

被证明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吕鹏等(2021)考察来自周边社区、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三方的环保压

力发现，它们分别与政府环境规制压力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8]。王云等(2017)研究发现媒体对企业环

境污染的负面报道会显著增加其环保投资[9]。胡珺等(2017)分析认为高管的家乡认同对企业环境治理行

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0]。 
目前，企业内部环境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主要关注企业基本特征、企业文化、公司治理层面的高管

团队特征和高管个人特征。例如关于企业资源和能力正向影响企业环境行为，Christmann (2000)发现，企

业的互补性资源和能力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11]。再如高管团队特征正向影响企业环境绩效。Khan 等

(2021)发现董事会规模、独立性、董事会和 CEO 两职兼任和董事会性别多样性都与中国企业的环境绩效

呈正相关[12]。Konadu 等(2021)发现董事会性别多样性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3]。王鸿儒

等(2021)认为民营企业高管公职经历存在“庇护效应”，即在民营企业中，具有公职经历高管的企业表现

出更差的环境绩效[14]。邹海亮等(2018)研究发现董事会的连锁关系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社会资本，主要包

括信息优势、技术迁移及先进的管理模式，从而改善企业环境绩效[15]。 
海外经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董事的环保认知与治理能力、提高企业声誉维护动机，通过董事会在公

司治理中的监督与咨询职能，发挥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从监督职能出发，受国外商业伦理的

认知影响，Zhang 等(2018)认为海外经历强化了董事的伦理水平和环境保护意识[16]。沈菲等(2022)研究表

明董事海外背景对企业声誉有正向效应，也就是说海归董事比本土董事更关注企业的声誉管理[17]。陈思

等(2022)认为出于维持企业声誉的动机，海外董事会在工作中更加履职尽责，改善企业治理能力，树立良

好的企业形象，加强环境信息透明度[18]。从咨询职能出发，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能帮助企业认识环境责

任履行与长期绩效之间的有机联系，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刘凤朝(2017)发现具有海外经历的 CEO 可以

带来国际化的经营理念，促进企业治理经营与风险承担，更有能力促进环保投资的价值实现[19]。环境保

护是一项长期战略，崔秀梅等(2021)研究支持海外经历董事会也将为管理层环境责任履行提供咨询[20]。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1008


李亚航，周菁 
 

 

DOI: 10.12677/wer.2024.131008 73 世界经济探索 
 

3. 研究假设 

董事海外经历对其责任感、与治理能力都有正向影响，这为企业带来独特的资源与文化。海外背景

带来国际视野、知识技能，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提升企业创新能力[19]、风险承担、抑制股价风险

等。这些都为企业开展创新，提升环境管理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董事海外经历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行为动机。董事是影响公司环境决策的关键人物，基于烙印理论，

Zhang 等(2018)认为拥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在其学习或工作期间会受到海外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意识的影响，

能够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社会认同和保护环境为导向，他们对环保注意力水平更高，更加倾向

于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做出环境友好型的决策[16]。出于提高企业声誉[17]、加强政府、公众和其他利益相

关者对企业信任的目的，促使企业更多地考虑环境绩效的提升，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同时，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有更强的意愿监督管理层在环境方面不当行为。企业环境绩效时刻处于

政府监管与社会关注之中，环境绩效水平的提升要通过环境投资实现，需要消耗企业成本，在短期内影

响企业现金流的变现，容易诱使管理层做出以环境污染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利益的失责行为。而海外经历

董事拥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能有效监督管理层，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短视行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不

利影响[2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以保护生态、改善环境为目的使用绿色产品、工艺等，既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体现，

也是企业提升环境绩效的关键。董事海外经历是企业通过绿色行为获得绿色绩效的重要驱动因素，绿色

创新行为可以减少自然资源浪费、降低企业环境管理边际成本，进而促进环境绩效[22] [23]。 
企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是为向公众释放企业关注环保的信号，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会更注重企业的

声誉管理[17]，也会增强其风险偏好、自信程度[24]，进而有动机增加绿色技术创新占企业总体技术创新

的比例。此外，董事海外经历可以提高高管团队对环境伦理的认知[23]、提升环境注意力水平[24]，从而

使企业创新资源更加向绿色倾斜，加速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认知理论，海外经历促进了董事进行环境管

理经验的跨国转移、绿色知识的引进，能更好的培养和保护专利、推动专利去实现效益，为企业绿色创

新提供支持，从而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25]。 
综上，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在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同时，还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

作为中介变量，又将这种作用向企业环境绩效传递。所以，本文提出假设： 
H2：董事海外经历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起正向作用。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企业文化，国有是行政文化，而民营是市场经济文化。

相比而言，非国有企业深受国外企业管理理念的影响，其文化和制度体系较为灵活，而国有企业的文化

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较为古板和僵化[26]。当企业董事会纳入一个具有海外背景的成员时，非国有企业

可能比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从另一方面讲，企业所有制的不同也会带来政策和资源

等方面的影响，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政策和资源方面更具备优越性，因此国有企业拥

有足够的实力应对不同的风险和挑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3：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 

4. 实证设计 

4.1. 样本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企业和董事特征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变量数据通过

CNRDS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数据库获取，环境绩效数据通过和讯网数据库获取社会责任的环境责任

得分。本文选取 2012~2020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然后按照如下标准对样本加以剔除：1) 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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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银行等金融机构；2) 剔除 ST、*ST 类上市公司；3) 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为避免极端值的干扰，对

连续变量进行 1%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16,242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4.2. 变量定义 

4.2.1. 被解释变量 
环境绩效(ENV)采用和讯网上市企业社会责任评分，选取其中环境维度得分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

量(解学梅，朱琪玮，2021) [27]。 

4.2.2. 解释变量 
董事即董事会成员，海外背景指董事会成员曾在大陆以外学习或工作。董事海外背景数据来源于国

泰安的董监高个人特征文件。本文用 Overseas 表示企业 i 第 t 年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占董事会规模的比

例[25]。 

4.2.3. 中介变量 
绿色专利技术在申请过程中就能对企业产生影响，本文以绿色专利的申请数作为绿色技术创新(GTI)

的代理变量(沈菲等 2022)。本文借鉴李青原等(2020)的研究成果，对涉及专利数量的指标均进行了对数处

理[28]。 

4.2.4.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所有权性质(SOE)，将国有企业取 1，非国有企业取 0。 

4.2.5. 控制变量 
参照卢建词等(2022)、郑明波(2019)、沈菲等(2022)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1) 公司治理因素。股权集中度(Top10)、董事会规模(Board)和资本支出比例(Capital)。 
2) 创新产出因素。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负债水平(Lev)、研发投入比例(R&D)和企业价

值(TobinQ)。 
本文主要变量及其定义见表 1。 

4.3. 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样本选取和变量选取，本文从主效应和中介效应两个方面的检验入手，构建如下四个模型，

在后续的实证回归中代入数据进行检验： 
本文建立模型(1)来考察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其中，下标 i 是公司，t 是年份，ε是

随机扰动项，ENV 表示被解释变量：环境绩效，Overseas 表示解释变量：董事海外经历，c 表示解释变

量的系数，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包含个体效应和年份效应，c1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 
ENVi,t = c0 + cOverseasi,t + c1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1) 

为了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采用温忠麒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29]，引入绿色技术创新作

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分析了董事海外经历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构建了如下模型 2、模型 3： 
GTIi,t = a0 + aOverseasi,t + a1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2) 

ENVi,t = a0 + c’Overseasi,t + bGTIi,t + b1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3) 

其中 GTI 表示绿色技术创新，Overseas 表示解释变量：董事海外经历，a 表示解释变量的系数，Controls
为控制变量，a1表示控制变量的系数。具体判断方法为：检验模型 1 的系数 c 是否显著，若显著，检验

模型 2 的系数 a、模型 3 的系数 b、c'是否显著，若都显著，检验 ab 与 c'是否同号，若同号，则存在中介

效应，若 ab 中至少一个不显著，用 bootstrp 法检验中介效应；若除 c'外都显著，则存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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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所有制(SOE)在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环境绩效中的调节作用，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交互项，并采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见模型(4)。 
ENVi,t = λ0 + λ1Overseas + λ2SOE + λ3Overseas × SOE + λ4Controlsi,t + ∑Year + ∑Id + εi,t          (4) 

5. 实证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原始数据经过处理后，得到 2651 家公司总共 16,242 个样本数据，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表 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英文缩写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环境绩效 ENV 和讯网数据库社会责任评级的环境得分 

解释变量 董事海外经历 Overseas 具有海外工作或学习经历的董事数量与董事会规模之比 

中介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GTI 本年度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后取对数 

调节变量 所有权性质 SOE 当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取值 1，否则，取值 0 

控制变量 

股权集中度 Top10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取对数 

资本支出比例 Capital 资本性支出/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ROA 企业总资产收益率 

负债水平 Lev 企业年末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例 

研发投入比例 R&D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企业价值 TobinQ 企业市场价值/重置成本 

 年份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样本量 

ENV 1.2 4.36 0 0 30 16,242 

Overseas 0.12 0.14 0 0.11 1 16,242 

GTI 0.16 0.53 0 0 5.9 16,242 

Size 22.23 1.3 17.81 22.05 28.64 16,242 

Lev 0.4 0.2 0.01 0.4 1.7 16,242 

ROA 0.05 0.07 −0.8 0.04 0.88 16,242 

Capital 0.05 0.05 0 0.04 0.64 16,242 

R&D 4.96 10.74 0 3.68 1135.89 16,242 

Board 8.48 1.64 0 9 18 16,242 

TobinQ 2.09 1.72 0.67 1.65 92.25 16,242 

top10 59.52 15.23 3.59 60.82 101.16 1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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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解释变量来看，企业环境绩效(ENV)均值为 1.2，标准差为 4.36，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30，表

明样本上市公司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且企业环境绩效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解释变量来看，董事海外经历(Overseas)的中位数为 0.11，均值为 0.12，表明样本中超半数上市公

司拥有海外背景,但人数不多，所占比例不大，这也说明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了“千人计划”等海外人才引

进计划，但海外人才引进的力度仍有不足。 
从中介变量来看，绿色技术创新(GTI)最大值为 5.9，最小值和中位数均为 0，标准差均大于均值的 2

倍，显示出上市公司之间的绿色技术创新差距比较大，且整体创新水平低。 
从控制变量看，我国上市公司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研发投入水平均有所差异。在公司

治理因素方面：董事会规模均值约为 8 人。股权集中度平均达到了 59%以上，最大为 101%，说明国内企

业的股权结构都比较紧密。 

5.2. 相关性分析 

为了保持实证过程的严谨性以及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多元回归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初步验证了董事海外经历、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 3 所

示。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ENV Overseas GTI Size Lev ROA Capital R&D Board TobinQ top10 

ENV 1           

Overseas 0.001 1          

GTI 0.191*** 0.047*** 1         

Size 0.160*** 0.070*** 0.217*** 1        

Lev 0.097*** −0.049*** 0.102*** 0.524*** 1       

ROA 0.020*** 0.051*** 0.037*** −0.033*** −0.347*** 1      

Capital 0.025*** 0.045*** 0.041*** −0.045*** −0.039*** 0.125*** 1     

R&D −0.042*** 0.070*** 0.004 −0.120*** −0.160*** −0.045*** 0.015* 1    

Board 0.101*** −0.035*** 0.124*** 0.279*** 0.167*** −0.016** −0.019** −0.048*** 1   

TobinQ −0.039*** 0.067*** −0.038*** −0.277*** −0.197*** 0.138*** −0.005 0.105*** −0.092*** 1  

top10 0.006 0.075*** 0.027*** 0.073*** −0.121*** 0.243*** 0.125*** −0.034*** −0.013* −0.064*** 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样本量 N = 16,242。 
 
此外，本文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MeanVIF 为 1.48，因此认为主要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变

量选取合理，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 

5.3. 回归结果 

5.3.1. 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总体检验 
本小节以模型(1)为基础，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回归，以检验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是

否符合假设。表 4 展示了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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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irectors’ overseas experience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表 4. 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环境绩效 

变量 ENV 

Overseas 0.979** 

 (−2.5) 

Size 0.887*** 

 (−9.32) 

Lev 0.755** 

 (−2.01) 

ROA −0.679 

 (−1.16) 

Capital −1.707* 

 (−1.91) 

R&D −0.00149 

 (−0.12) 

Board −0.0261 

 (−0.69) 

TobinQ 0.0562** 

 (−2.02) 

top10 −0.0478*** 

 (−9.94) 

_cons −11.94*** 

 (−5.98) 

N 16242 

R−sq 0.171 

F 155.1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c = 0.25, p < 0.01)，假设 1 得

到支持。当企业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比例越高时，给企业带来的绿色技术更多、环境管

理经验也更多，企业环境行为动机更强，因而企业环境绩效也会得到提升。从表 4 可以看出，模型的 R2

在 0.17，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变化有 17%的解释力度。 

5.3.2. 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 
表 5 中第(1)列为董事海外经历(Overseas)对绿色技术创新(GTI)的回归结果，系数为 0.156 且在 1%水

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上市企业海外经历董事数量增多有助于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第(2)列为加入中介

变量绿色技术创新后的回归结果，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系数均为 0.259 并且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越高，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在

董事海外经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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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result of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of GTI 
表 5. 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GTI ENV 

Overseas 0.156*** 0.939** 

 (−2.75) (−2.4) 

GTI  0.259*** 

  (−4.38) 

Size −0.0184 0.891*** 

 (−1.33) (−9.37) 

Lev 0.0243 0.749** 

 (−0.45) (−2) 

ROA 0.113 −0.708 

 (−1.34) (−1.21) 

Capital −0.201 −1.655* 

 (−1.56) (−1.85) 

R&D 0.00185 −0.00197 

 (−1) (−0.15) 

Board 0.0146*** −0.0299 

 (−2.65) (−0.79) 

TobinQ −0.00738* 0.0581** 

 (−1.83) (−2.09) 

top10 −0.00215*** −0.0472*** 

 (−3.09) (−9.83) 

_cons 0.911*** −12.18*** 

 (−3.15) (−6.10) 

N 16242 16242 

R-sq 0.097 0.172 

F 86.15 157.1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5.3.3. 所有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表 6 的回归结果，董事海外经历(Overseas)与企业所有制(SOE)的交乘项系数均在 10%水平上显

著为负，说明在非国企，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比国企更大。在非国企，董事的投资理念

能更好地与国有制带来的资源优势相结合，更好地致力于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业绩，因此与国有

企业相比，董事海外背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1008


李亚航，周菁 
 

 

DOI: 10.12677/wer.2024.131008 79 世界经济探索 
 

Table 6. The result of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SOE 
表 6. 所有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ENV ENV 

Overseas 0.979** 1.381*** 

 (−2.5) (−3.05) 

Overseas×SOE  −1.887* 

  (−1.96) 

SOE  0.583** 

  (−2.26) 

Size 0.887*** 0.968*** 

 (−9.32) (−10.06) 

Lev 0.755** 0.662* 

 (−2.01) (−1.73) 

ROA −0.679 −0.826 

 (−1.16) (−1.20) 

Capital −1.707* −1.638* 

 (−1.91) (−1.71) 

RD −0.00149 0.00186 

 (−0.12) (−0.12) 

Board −0.0261 −0.0521 

 (−0.69) (−1.33) 

TobinQ 0.0562** 0.121*** 

 (−2.02) (−3.16) 

top10 −0.0478*** −0.0473*** 

 (−9.94) (−9.72) 

_cons −11.94*** −13.79*** 

 (−5.98) (−6.80) 

N 16242 16242 

R-sq 0.171 0.173 

F 155.1 149.4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5.4. 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解释变量董事海外经历的衡量方式由原来的连续变量替换为虚拟变量，来进一步检验实证结

果的稳健性。采用变量替换法后的实证结果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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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ENV ENV 

Overseas_dum 0.248***  

 (−2.68)  

Overseas_num  0.126*** 

  (−2.69) 

Size 0.888*** 0.887*** 

 (−9.34) (−9.33) 

Lev 0.760** 0.754** 

 (−2.02) (−2.01) 

ROA −0.668 −0.687 

 (−1.14) (−1.18) 

Capital −1.720* −1.727* 

 (−1.93) (−1.93) 

R&D −0.000671 −0.00165 

 (−0.05) (−0.13) 

Board −0.0354 −0.0415 

 (−0.93) (−1.09) 

TobinQ 0.0553** 0.0562** 

 (−1.99) (−2.02) 

top10 −0.0478*** −0.0478*** 

 (−9.94) (−9.95) 

_cons −11.93*** −11.83*** 

 (−5.97) (−5.92) 

N 16242 16242 

R-sq 0.171 0.171 

F 165.1 165.1 

注：括号内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第(1)列展示的是企业是否至少有一位董事拥有海外背景(Overseas_dum)作为解释变量，第(2)列展示

的是将企业拥有海外背景的董事数量(Overseas_num)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董事海外经历的方向没有

发生改变，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增加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6. 结论与建议 

我国设立“双碳”目标，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决践行。对企业而言，努力向绿色转型发展，兼

顾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从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是获得外部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同时，随着海外留

学人员归国浪潮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聘请有海外背景的人员管理公司。具有海外背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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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势必会对国内企业现有的文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战略决策和行为产生，进而作用于企业的环

境绩效。 
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以 2012~2020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董事海外背景与企业

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以理论分析为辅、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并分析了不同企业性质下董事海外

背景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了正向

影响。第二，董事海外经历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的环境绩效。第三，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

时，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提出以下政策性

建议： 
1) 作为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途径，企业在聘请董事时，可以将董事是否具有海外背景作为一个参考

标准，以提高企业的环境表现，实现更长远的利益；或者，企业应更多支持员工外派到国外工作或深造，

作为其职业发展的一部分，建立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责任。 
2) 为能够普遍提高我国企业的环境绩效表现，早日实现绿水青山，政府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

更多具海外经历的人员回国效力，提高海外背景人员在管理团队中的占比，扩大海外文化对国内企业的

影响力。同时政府应制定更为完善的企业环境责任制度，强化对环境制度执行的监督，扶持中小企业、

重点行业，进行税收减免或专项补助等，培育企业爱护环境、对环境负责的良性风气。此外，应优化国

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更加开放、活跃的治理文化，提高其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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